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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道德】

物种辅助迁移问题的生态伦理考量∗

孔 成 思

摘　 要：近些年，关于物种辅助迁移策略的研究一度成为生物学和生态学相关领域的重点关注对象，并随着它在生

物、物种保护实践层面上的应用与推广，引发了学界对它的诸多争议，尤其是关于生态风险与保护效用方面的问题

争论最为突出。 为解决对这些焦点问题的争论，从道德动机与保护主旨、道德关怀与迁移效用以及道德语境与适

用对象三个维度对辅助迁移策略进行生态伦理的考量，确立了生态系统完整性视域下以物种所占生态位是否得到

实质保护作为物种辅助迁移的评价原则。 基于该原则，指出物种辅助迁移的真实生态效用十分有限，应予以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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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物种灭绝的趋势正随着生态危机的加重而

呈现持续恶化，使得一些传统物种保护手段（如划

定自然保护区、栖息地复位等）的效用减弱，特别是

随着社会各界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视，以原位保护

为主的策略也逐渐向异地保护的形式转向，物种辅

助迁移就属于这类转向的典型代表。 辅助迁移保护

策略采取的方式是将保护对象从原生环境转移到异

地生存的保护模式，虽然它在当下应用广泛，但也存

在诸多问题的争议。
本文对辅助迁移问题的生态伦理考量主要由三

部分内容组成。 第一，对物种辅助迁移的历史和发

展现状进行考察，明确它在众多保护策略中的地位，
以及大致整理出它在保护生态位、缓解利益冲突、保
护濒危物种三类情境中的应用状况。 第二，在此基

础上，针对这三类情境所涉及的各种问题纷争，梳理

总结了关于物种辅助迁移在生态风险和保护效用两

方面的争论。 第三，将两类争论纳入生态伦理的视

域中，分别从物种保护的道德动机与保护主旨、物种

保护的道德关怀与辅助迁移效用的局限性以及辅助

迁移应有道德语境与适用对象这三个层面，对一些

非必要争论的问题域进行澄清，特别是为我国一些

物种骤减严重的地区借鉴国外物种辅助迁移的实践

应用提供有益的选择性导向。

一、物种辅助迁移的历史及发展现状

迁移本身并不是什么新概念，人类迁移野生动

物的历史已有数千年，类似物种迁移的方案也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就已经被提出。①国际自然保护联

盟（ＩＵＣＮ）更是早在 １９８７ 年就将迁移（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的概念明确定义为：“生物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

个地区，将其放生并还以自由。”②但直到 ２１ 世纪，
当全球变暖已然成为新形势下生态危机的代名词

时，物种辅助迁移的保护策略才得以受到最为广泛

的关注。
物种迁移的实际应用所涉及的意图很多，其中

就包括商业目的或娱乐等，本文主要针对保护性质

上的物种迁移（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大致有以

下三类情况。
第一类，以保护生态位为目的，用以修复某区域

生态系统关键生态位的缺失。 即某区域关键物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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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绝也使得生态位空缺，由此极有可能导致该地区

关键生态功能的丧失。 而通过选择一种生态相似的

物种来弥补所失去的生态位，不仅有助于及时恢复

生态系统的正常功能，还被一些生物学家认为是一

种最节俭的补救方法。 例如，马斯克林陆龟属（Ｃｙ⁃
ｌｉｎｄｒａｓｐｉｓ）对印度洋岛屿上的生态系统起到有选择

性地食草和传播种子的功能，而当该物种灭绝后，亚
达伯拉象巨型陆龟属（Ａｌｄａｂｒａｃｈｅｌｙｓ）就曾被引入，
替代原来马斯克林陆龟属的生态位，用于恢复该岛

屿的生态功能。③

第二类，用于解决与人发生直接利益冲突的物

种保护。 这种情况主要是指生活在人类生活区附近

的野生动物，特别是食肉类野生动物（如豹子、狮
子、狼等）对栖息地附近的牲畜进行捕食，造成居住

在周边的农场主持续蒙受经济损失。 据报道，美洲

豹不仅是大型猫科动物中分布最为广泛的，而且它

们的栖息地也常常选在临近人类的生活区域。④这

就增加了美洲豹捕杀牲口的风险以及降低当地居民

对它们的包容度，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类对美洲

豹的大量猎杀。 并且这种冲突的发生概率预计在将

来还会持续增加。 据统计，食肉动物中 ７５％的猫科

动物都涉及人类—野生动物这类的冲突，而这其中

有 ４３％属于受保护的物种。 因此，一些人认为，利
用物种辅助迁移这种避免野生动物致死的方式应该

被鼓励。⑤

第三类，用于那些迫切需要被拯救的濒危物种

而采取的保护策略。 绝大多数情况下，濒危物种无

法适应原生地的生存与全球气候变暖的生态危机直

接关联。 罗伯特·皮特（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Ｐｅｔｅｒｓ）和琼·达

林（Ｊｏａｎ Ｄ． Ｓ． Ｄａｒｌｉｎｇ），被誉为将物种辅助迁移引入

现代生物保护思想的先行者。 通过研究过去的化石

记录和气候预测数据，他们阐述了许多物种开始向

高纬度地区迁移的过程，用以缓解气候变暖带来的

气温和气候变化对自身生存的威胁。 他们根据预测

气候急剧变化的速率以及对许多栖息地破坏的程

度，提出对面临消失的物种个体应该被迁移到新的

保护区的建议。⑥事实上，这种建议并非只停留在理

论层面，在过去十几年中，由于气候变暖而进行物种

辅助迁移的案例遍布多个国家：在英国，有两种蝴蝶

物种已经被成功迁移到更北边的地方；在加拿大，也
有几十种树被移植到远离它们原生长地的地方；在
美国，濒临灭绝的针叶树也从佛罗里达州移栽到数

万公里远的北卡罗来纳州。

二、物种辅助迁移中争论的问题

从实际情况出发，由于物种辅助迁移的保护方

案与其实践相关的生态风险、技术可行性以及预算

成本等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些都使得对

物种辅助迁移的评判难有定论，而这些不确定性的

因素造成其受诸多问题争论的困扰。
１．物种辅助迁移与生态风险的争论

由于物种通过人为辅助迁移到非原生的环境

中，这些被迁移物种是否存在潜在的生态风险是难

以评估和判断的。 一方面，被迁入物种在新的生态

环境中是否会进一步演化为对目标地原生物种具有

入侵性质的物种难以做出预测；另一方面，将濒危物

种迁移至目标区域，通常短时间内并不会出现明显

后果，若对所有参与迁移项目的物种进行持续长达

数十年的监测，确有不切实际之处。⑦

一些人坚持认为，以物种辅助迁移策略来保护

濒危物种对目的地的生态秩序存在潜在威胁。 这种

重大生态风险的可能性包括受体群落中物种基因组

成的改变和相关物种的遗传破坏。 虽然许多研究试

图通过确定某种因素用以判断物种是否具有潜在入

侵性物种特质，但这些入侵性特质仍然难以预测。
其中有一种普遍的担忧认为，辅助迁移人为打破了

非土著物种与本土物种之间原本该有的地理隔绝屏

障，杂交或者基因渗透可能会造成本地物种的基因

越来越弱，从而也实质上导致了本地物种的灭绝。⑧

基于这种担忧，另一种观点进一步指出跨洲的长途

迁移应该被严厉禁止。 由于大多数“入侵性质”的

物种身份是在迁移至目标地以后才形成的，从尼罗

河尖吻鲈（Ｌａｔｅｓｎｉｌｏｔｉｃｕｓ）迁移到维多利亚湖、美洲

热带地区的甘蔗蟾蜍（Ｂｕｆｏｍａｒｉｎｕｓ）迁移到澳大利

亚和世界其他洲的热带地区的例子来看，显然，随着

物种跨越生物的地理界限，生态风险会升级。 因此，
对于被跨洲远距离迁移的濒危物种，这种生态风险

亦是如此。 例如，生存在非洲和亚洲温暖区的犀牛

（Ｄｉｃｅｒｏｒｈｉｎｕｓ），就不建议将其迁入美国亚利桑那

州，北极熊（Ｕｒｓｕｓｍａｒｉｔｉｍｕｓ）也不宜迁入南极洲。⑨

也有很多研究表明，物种的迁移能促进生物多

样性而不是相反。 引入物种可以直接添加至物种基

因库中，这可能会带来物种丰富度的增加。 由于植

物的引种，“海洋岛屿上植物物种的丰富度高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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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大约有两倍”。 有研究表明，从历史上看，新西

兰野生的植物种类有 ２０００ 种，而已知的灭绝物种只

有不到 １０ 种。 另外的 ２０００ 个外来物种是迁移至新

西兰本土才使该岛屿的生物多样性增加了一倍。 同

样，夏威夷在引进非本地物种后，海洋岛屿上淡水鱼

类的丰富程度也显著增加，例如，夏威夷的淡水鱼类

数量增加了 ８００％。⑩

还有一种态度认为，物种辅助迁移本身就是一

把双刃剑，对此很难做出判断。 即使某些被迁移的

物种在新环境中会成为潜在的入侵物种，但入侵物

种对于新环境的影响也是褒贬不一的。 例如，一些

生物学家在斑马纹贻贝（Ｄｒｅｉｓｓｅｎａ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ａ）净化

水体和恢复水系原生水草方面的贡献给予了肯定。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生物学家认为斑马纹贻贝是

导致伊利湖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而在其他一些湖

泊和河流也存在类似的影响。􀃊􀁉􀁓另一个例子是尼罗

河鲈鱼（Ｌａｔｅｓｎｉｌｏｔｉｃｕｓ）和罗非鱼（Ｏｒｅｏｃｈｒｏｍｉｓｍｏｓｓａ⁃
ｍｂｉｃｕｓ）被引入维多利亚湖后，由于极强的适应性和

繁殖力，它们取代了该湖区原有的棘鳍类热带淡水

鱼，对于本地物种和水体生态系统而言，这种外来物

种入侵无疑是一场灾难。 然而这却显著提高了维多

利亚湖鱼类的总产量，带来了可观的经济价值，对于

生活在湖区周围日益增长的人口而言，这又确实是

成功的案例。􀃊􀁉􀁔

２．物种辅助迁移与保护效用的争论

从已有的文献资料来看，生物学和生态学相关

生物、物种保护研究领域对物种辅助迁移的研究成

果最多。 他们研究的重点主要针对迁移物种保护方

式在功效和作用方面的考量，以此作为物种辅助迁

移可行性判断的依据。
有相当大一部分研究是对物种辅助迁移的保护

策略持肯定态度的基础上，将其作为野生动物管理

的手段，重点关注如何为提高辅助迁移成功率提供

可靠的数据分析及有效的技术性指导。 例如，由美

国多所大学的研究人员组成的一个研究团队，在美

国西北部对携带无线电遥测系统的 ８８ 只狼在进行

辅助迁移后的捕食行为、狼群建立、生存情况进行了

跟踪测评。 研究结果表明：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狼在

放生后会继续捕猎牲畜。􀃊􀁉􀁕这其中大多数的狼都未

能成功建立或加入狼群，使得被迁移的狼比自然生

活状况下生活的狼的存活率低不少，而在蒙大拿州

西北部被迁移的狼的存活率以及重新组建狼群的数

量更低。 即使面对这些不利影响的数据，他们却坚

持认为物种辅助迁移能为构建共同体内人与野生动

物长期共存创造基础平台。 又如，科罗拉多州中南

部地区的黑熊辅助迁移，其监测结果表明迁移后的

黑熊存活率并不乐观，但科罗拉多公园和野生动物

部门仍然认为黑熊辅助迁移是一种可行的管理方

式，只是需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更全面考虑管理目

标、机构财力以及熊群数量的预期目标，以提高迁移

的成功率。􀃊􀁉􀁖持类似立场的辅助迁移研究还有很多，
甚至包括对蜥蜴、响尾蛇、索诺兰沙漠龟在内的爬行

动物的研究。
也有相关研究人员认为，物种辅助迁移的保护

方式成功率低且耗资巨大，并不是有效的救助和管

理方式。􀃊􀁉􀁗一种拒斥物种辅助迁移的主要理由是：被
迁移的动物通常都会出现高死亡率，这违背以非致

死野生动物的方式缓解它们与人类冲突的初衷。 以

追踪的斯里兰卡 １２ 头亚洲象为例，这些大象在原生

地都存活了并直至成年，然而在迁移之后的 ８ 个月

内就有 ５ 头死亡，而捕获和运输过程中还有约为 ６％
的死亡率。 因此，相关研究人员认为，出于人与大象

双方福祉的长远利益考虑，解决人象冲突的重点应

该放在如何防止大象毁坏庄稼这种具体策略的研究

上，而不是直接将大象迁移出原生地。􀃊􀁉􀁘

另一种拒斥物种辅助迁移的理由是：在不伤害

野生动物的前提下，相当大比例的物种辅助迁移是

出于最大限度保护人类经济利益，然而物种迁移的

高费用与低成效和为解决经济损失的迁移动机不

符。 辅助迁移作为保护、管理与人利益冲突的大型

食肉野生动物的常用工具，通常需要的资金总数可

能高达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美元。􀃊􀁉􀁙一项针对北美和

非洲地区的物种辅助迁移研究的统计数据显示，仅
猫科动物的迁移比重就占到所有迁移物种总数的

７０％。 进一步对其中 ８０％的猫科动物辅助迁移的案

例进行统计性分析后发现：由于人为因素导致迁移

后的死亡率占了 ８３％，每个猫科动物迁移的平均成

本大约为 ３７５６ 美元，这个数目相当于向农场主补偿

３０ 头牲畜的费用。􀃊􀁉􀁚这就足以从整体上反映辅助迁

移的不可取性。

三、物种辅助迁移争论问题的生态伦理考量

从学界对物种辅助迁移争论的焦点来看：就生

态风险的争论而言，主要涉及对物种具体迁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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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出现的分歧；就保护效用的争论而言，则主要源于

对物种保护主旨的认识存在差异。 由此，厘清物种

保护的主旨以规范保护动机，以及阐明辅助迁移的

适用范围与主要保护对象，对于消解这些争论问题

提供了重要的生态伦理反思。 当然，物种辅助迁移

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典型议题，往往涉及社

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考量，但本文仅聚焦于生态

伦理的维度，关于其他因素的深入探讨超出了本文

的研究范围。
虽然对物种辅助迁移可行性在应用实践中的探

讨存在诸多层面的问题纷争，但如果将其与物种辅

助迁移的发展现状结合在一起来看，就能清晰地看

到这些问题的争论都源于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即
当人们以辅助迁移的策略保护物种时，什么才是其

合理的适用范围。 或者更直接地表述为：什么才是

判断物种辅助迁移合乎生态伦理的考量标准。
１．物种保护的道德动机与保护主旨

物种保护的道德动机与保护主旨之间是否契合

是判断物种保护方式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 但问题

就在于学界对于物种概念难以达成较为一致的共

识，使得对物种保护的道德动机与保护主旨的认识

陷入多元解读的“混战”中。 对该问题尝试解决的

方式分为如下两个部分。
第一，关于物种保护的道德动机和与其相对应

的物种保护主旨的梳理。 由于物种是一个由多种因

素共同构成的集合概念，用任何一种标准定义物种

概念都有它的限度，不是普遍有效的。􀃊􀁉􀁛因此这也直

接导致对这些构成物种因素的不同侧重也是物种保

护道德动机多元化形式的体现。 例如，保护濒危物

种的道德动机可以为：保护物种直接的工具价值

（包括经济价值、科研价值、审美价值）；保护物种的

内在价值（仅为了物种自身存在而加以保护）；保护

物种是为了保持基因库多样性；保护物种是为了实

现更明智的资源管理方式；或是为了保护生态系统

的完整性与健康性，等等。 而构成物种概念的一些

共性因素包括：物种自身拥有种群的自然繁衍能力；
物种与其相关物种之间享有相同的基因遗传谱系；
物种在经历漫长的自然进化史之后占有生态系统中

独特的生态位。 因此，这些不同的道德动机对于界

定物种概念的共性因素不同的偏重点就揭示了物种

不同保护主旨解读上的差异。 然而，以上关于物种

保护所列举的一系列道德动机几乎都存在重视物种

繁殖能力的共性，因为物种种群数量的大小作为客

观事实基础直接影响其续存的成功率。 此时，物种

保护的道德动机和与其相对应的保护主旨可概括为

两类：一是以保护基因多样性为道德动机的物种保

护，对物种基因优良性和多样性的维护重于单纯的

种群数量的增大；二是以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

健康性为道德动机的物种保护，更加重视物种在生

态系统中占有的独特生态位。
第二，阐明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

之间的密切关联性，用以论述保护生态系统的道德

动机与保护物种所占生态位所体现的保护主旨之间

更为契合。 实际上，生态整体主义的伦理范式本身

就是具有很强生态学意义的伦理，一直致力于生态

完整性理论建构的生态哲学家劳拉·威斯特拉

（Ｌａｕｒａ Ｗｅｓｔｒａ）就指明：通过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开

展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已然使得生态完整性比起形

而上学意义上的伦理概念，更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科学概念。􀃊􀁊􀁒这样一来，就为确立物种保护的道德动

机与保护主旨提供了科学依据，即以保护生态系统

完整性为主旨才是保护物种的根本道德动机。 由于

物种所占生态位以生态系统完整性为前提，与其他

物种相互作用密不可分，因此每个物种所拥有的那

种独特生态位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

的，它是依赖完整的生态系统才得以实现的。 物种

是生态系统中的物种，它在漫长的生命进程中经历

了无数次的进化和突变，使得物种之间以及物种与

环境之间变得更适应和协调。 那么，作为自然历史

形态的物种，其道德关怀必须涵盖所处的生存环境，
否则可能会导致对大量物种（特别是濒危物种）的

保护沦为一种活标本的保存，甚至最终还会导致物

种的灭绝。 “要拯救物种，人们就必须同样地、同等

地拯救作为此类物种形成条件的生态系统，否则，那
些作为标本的物种就会在缩小了的不完整的栖息环

境（它不再是完整的生态网络）中逐渐灭绝。”􀃊􀁊􀁓

这样一来，物种保护的实质绝不仅仅是关注物

种的种群数量，或是影响物种本身健康的各种指标，
它更强调的是在完整意义上，对物种在生态系统中

所占有的生态位的保护。 某物种生态位的形成必然

是该物种的形态、演进的连续性、种群的繁衍能力、
基因库的丰富性等各项指标共同作用的结果。 也就

是说，物种保护的主旨是基于生态系统完整性对物

种所占生态位的保护，这就不能忽视物种所处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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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重要性。
２．物种保护的道德关怀与辅助迁移效用的局

限性

对物种的道德关怀与物种保护的内涵有所不

同。 人与物种之间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是基于种

际伦理的层面来谈的，这种道德关怀并不是在权利

与义务对等的前提下将非人类物种视作道德病人，
并基于非人类中心的道德立场对物种自身的一些基

本权益（其中生存权最为重要）实施保护。 而保护

则完全可以只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立场上，始
终坚持以人类利益优先性原则为前提对物种进行保

护，例如，将生活在人类生活区附近的野生动物进行

辅助迁移的情况就属于该种保护观。 由此不难得

出，基于物种道德关怀的保护观与基于生态系统完

整性与健康性的物种保护道德动机最为契合。 然而

采取物种辅助迁移策略的绝大多数情况都是用于协

调人与其他物种利益冲突，并将其作为资源管理形

式的一种保护手段，因此才会在辅助迁移的保护效

用问题上产生纷争。 毕竟辅助迁移对每种物种保护

的效用很难一概而论，有些物种如果没有通过辅助

迁移的方式进行异地保护，可能今天早就灭绝了。􀃊􀁊􀁔

按照保护物种生态位的主旨，完整意义上对物

种的保护与其所占的生态位和在环境中独立自主的

续存能力密不可分。 作为物种保护主旨的物种生态

位，它对物种的兴衰存亡起着决定性作用，物种辅助

迁移的保护方式之所以导致物种自身续存能力的大

幅下降，就是因为这种方式是在物种丧失了自身在

生态系统中所占生态位的前提下进行的保护，这致

使物种辅助迁移方式很难实现对物种所占生态位的

保护。 首先，将物种从原生环境中迁出的同时，物种

在该环境中长期进化形成的生态位也会随之消失，
这本身对于物种的续存而言就有着极高的失败率。
大量研究表明，从野外将个体诱捕并通过圈养繁殖

来增加种群数量的成功率很低。 例如，１９８４ 年，由
于偷猎猖獗以及栖息地的丧失，环保主义者对濒危

物种苏门答腊犀牛（Ｄｉｃｅｒｏｒｈｉｎｕｓｓｕｍａｔｒｅｎｓｉｓ）施行物

种迁移保护计划就饱受争议。 到 ２００１ 年为止，被捕

获并圈养的 ４０ 头犀牛中仅有两胎出生，而圈养的总

数从原来的 ４０ 头减至 ９ 头。􀃊􀁊􀁕其次，由于生态位是

物种与环境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人工重建物种生

态位的困难极大，即使被救助的濒危物种种群在圈

养繁殖环节中得到扩展，但将其再次移入野外环境

让其成为拥有完全独立生存能力的种群也是难以实

现的。 例如，欧洲野牛从人工饲养环境再次引入野

外，虽然是最接近物种具有独立续存力这一目标的

成功案例，但这种野生种群仍然需要一些人类的特

殊照顾，比如，通过人为基因管理来避免近亲繁

殖。􀃊􀁊􀁖

３．辅助迁移应有的道德语境与适用对象

借助生态伦理的视域阐明了保护物种生态位的

主旨以及辅助迁移在物种保护效用的局限性，继而

揭示出物种都与其原生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 然而

辅助迁移策略本就是以物种与原生环境相分离的方

式进行保护，因此关于辅助迁移合理适用范围的界

定就必然以严格划定它的道德语境为前提。 辅助迁

移应有的道德语境是物种原生环境已然遭到人为不

可逆的破坏，也就是说，在对物种实施辅助迁移之

前，物种与其息息相关的原生环境已经遭到严重破

坏。 这种道德语境受 ２１ 世纪环境危机加剧恶化的

新动向的影响，尤其是全球气候变暖问题，造成栖息

地破坏的源头不再是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森林的

乱砍滥伐，直接源头的环境污染（农药、化工废水、
废气等），过度捕捞、采集、猎杀等。 这致使包括建

立国家森林公园和划界自然保护区等就地保护等传

统方式难于有效应对。 传统的保护方式通过对直接

造成环境破坏的诸多人为因素的控制、禁令、监管而

达到缓解和修复物种原栖息地的目的，但气候不正

常的升温现象却无法实现短期内从根本上得以解

决，受其牵连的濒危物种此时已经丧失生态位，而对

其的救助又刻不容缓，对这种情况下的濒危物种实

行辅助迁移的策略是当下的权宜之计。
辅助迁移主要保护对象是那些原生栖息地遭遇

不可逆破坏的濒危物种，通常对于那些因栖息地与

人类居住区存在重合而引发与人类利益（主要指经

济利益）冲突的物种，或是自然状态下非人为因素

而濒临灭绝的物种不宜包含在其适用对象的范围之

内。 总体而言，在保护对象并不存在自身生态位完

全丧失，或是完全无法原地修复的情况下，都不应该

轻易以人为干预的形式将物种从原生环境中迁走。
与此同时还需要强调一点，对于濒危物种也需要区

分物种自然消亡与人为毁灭两种不同情况。 物种自

然因素的“消亡”与人为因素的“毁灭”之间存在性

质上的差异。 就词义而言，“消亡”表现为一个逐渐

减弱的过程，是生命运动发展的必然规律，可类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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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的自然老死；而“毁灭”突出了一个戛然

而止的状态，是生命线被突然终止的意外事故，性质

上可视作与谋杀无异。 而这种区别就说明，一种物

种在自然选择过程的消亡完全可能由它的几种亚种

取而代之，并不会直接造成该物种所占生态位的消

失，而人为因素的物种灭绝则会导致该物种生态位

空缺。 如若某濒危物种生态位的丧失有其他物种接

替相应的生态位，放弃对这类濒危物种的辅助迁移

也并不是不合理的。 当然，这种伦理考量方式也存

在例外，对于蕴含特殊文化价值以及极具科研价值

的（濒危）物种的某些个案情况仍可酌情采用辅助

迁移的手段。
还有一点值得说明：关于异种移植造成迁移目

的地生态风险的担忧发生在濒危物种辅助迁移情况

下的概率很小。 濒危物种往往都是特化物种，对异

种迁移而造成可能的生态风险问题考量上，不应与

泛化物种混为一谈。 特化物种不仅生态位很窄，生
存的栖息地与食物也很单一。 它们通常对环境变化

的适应性弱，只能接受环境的微小变化，这就导致特

化物种更容易灭绝，成为进化树中的盲枝。 因此，当
今的特化物种很大比例上都是濒危物种，如中国的

大熊猫，它们只以吃竹子和竹笋为生，一旦没有了竹

子和竹笋，大熊猫很快就会灭绝；红顶啄木鸟也是典

型的特化物种，它们只在树龄 ７０ 年以上的长叶松上

打洞筑巢，而生长在美国东南部沿海平原一带的长

叶松数量极少，一旦这一地区的长叶松消失，红顶啄

木鸟也会灭绝。􀃊􀁊􀁗与此对应的是泛化物种，有广泛的

生态位，不仅能接受各种类型的食物，还能适应环境

的巨变，如乌鸦、郊狼、蟑螂以及人类，都属于泛化物

种。􀃊􀁊􀁘换句话说，能对新的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的

入侵性物种往往都是泛化物种，这些泛化物种强大

的环境适应力和极快的繁殖速率成为入侵迁移目的

地的最大隐患，而濒危物种就不太可能发生类似

情况。

四、结语

物种辅助迁移保护策略很容易被公众理解为一

种资源管理策略的新方式，但事实上，从生态伦理的

维度观之，它真实的性质却是应对生态危机进一步

恶化而采取的无奈之举。 也有相当数量的生态学家

认为之所以物种辅助迁移的保护方式会受到抵制是

由于对于人类充当“地球经理人”的角色感到不安。

这不仅容易掩盖人类对自然的傲慢态度和人类与自

然环境之间深深的裂缝，也容易误导公众相信这种

方式能有效避免在人类与其他物种利益冲突之间做

出艰难的抉择。 对于一些反对者担忧的观点确实应

该给予更多的重视，例如，防止辅助迁移成为搪塞不

正视全球变暖所引发的更深层的伦理、经济和政治

原因的借口；还要防止从事环境保护的科学家和政

策制定者偏离最主要的保护目标（从根源上减轻人

为因素所造成的生态危机），而不是提倡更多的干

预主义和适应主义的方法（如对物种重新安置的管

理以及新型生态系统）来缓解生态危机的后果。􀃊􀁊􀁙因

此，物种辅助迁移之生态伦理考量是基于生态系统

完整性视域下对物种所占生态位的保护。 虽然对于

某些特殊情况下的物种，以保护物种生态位作为生

态伦理的判断原则并不适合，但对于大多数情况下

的物种而言却是一种合理的伦理考量方式。 遗憾的

是，就当前对物种辅助迁移所能掌握的现状而言，能
够真正满足该生态伦理考量标准的案例是少数。 综

上所述，物种辅助迁移的保护方式在生态系统管理

实践中发挥的真正效用非常有限，应该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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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ｖｅｒ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ａｕ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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